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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200年·对话中国学者②

费立鹏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因丁思月
精神病患康复问题须重点关注

荫本期主题：精神健康
荫访谈对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 费立鹏

记者：在您看来，这 30多年中国的

精神卫生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

费立鹏：1990 年至今，中国的自杀

率明显下降，从 22/10 万左右降至

7/10 万 ~8/10 万，是全球自杀率下降

最快的国家。

面对这种变化，我希望下降的原因是

自杀干预起到了作用，但实际上，城市化

是国内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转

变中，我们开展的自杀干预相关工作可能

只占 10%，剩余 90%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

围内。1990年，60%的自杀方式是喝农药，

城市化之后没有获取农药的渠道，便降低

了自杀率。此外，经济水平提高也是自杀

率降低的另一主要原因。

值得高兴的是，这 30年间，精神卫生

在国内的认可度和影响力有了明显提升。

1990 年—1995 年，精神科仅是神

经科的下属科室，不受重视，医学生也

不愿意留在精神科发展。

1994年，WHO在国内作精神卫生

在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相关的报告。报

告指出，精神疾病对社会造成极大负

担，原卫生部赞同此观点。从此，精神

卫生被纳入公共卫生范围。

2004 年，原卫生部建立了第一个

精神卫生部门，启动全国精神病监测，

现发展为重性精神病信息管理系统。

该项目发展至今已有大约 600 万人参

与，是全球最大的精神卫生管理系统。

2009年，严重精神障碍被纳入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均

等化服务。建设精神卫生防治体系也被纳

入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2013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精神卫生

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这是

一部前瞻性、全面性、理想化的法律，包含

规范、责任分配、人才培养等。该法的出台

是国内精神卫生发展的一个高潮节点。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

法》颁布后，您把法条逐一翻译后发表

在《柳叶刀》上，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精

神卫生领域的进步，这意味着什么？

费立鹏：第一，从科学角度解释，我希

望能在精神卫生领域给这部法律留张“底

片”。今年恰好是精神卫生法颁布的第十

年，我想对比国内现状与法条要求两者之

间的差距，确定今后工作的重点方向。

第二，我们不仅全部翻译了法条，

还对一些条款进行了“本土化”的翻译

和解释，以便国外的研究者理解。

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的亚洲国家习俗

和生活习惯不同，国外更注重个人，病人有

权利决定是否治疗、如何治疗，国内和其他

亚洲国家更重视家庭或集体的作用，家庭

在监督、评估、康复中占据重要角色，有权

利监督病人、有义务提供精神卫生服务和

康复服务。发达国家 /高收入国家的精神

卫生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内和亚洲国家，

我们需要根据亚洲国家的特点和国情制定

对应的法律法规，并以此为没有精神卫生

法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精神卫生认可度明显提升

记者：您的研究背景和最近重点关

注的领域是什么？

费立鹏：我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就

职于湖北的一家精神病院做医生，主要

工作内容是围绕家属如何为重性精神病

人提供家庭服务开展培训。当时国内尚

未开展精神病人的家庭服务，我在这方

面完成了相关的初步工作。

1990年，原卫生部把全国的死亡数

据，包括自杀数据，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

（WHO）。我到北京工作后，在北京回龙观

医院工作，并与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人员对

国内自杀数据进行调查。相关论文发表于

《柳叶刀》。

2002年，WHO 帮助北京回龙观医

院建立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这

是中国第一家、全球第四家心理危机研究

与干预中心。随后该中心开展了国内最大

的心理咨询电话服务，并向全国推广，共

同干预心理危机。当时，我的主要研究方

向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内容为国内最大

样本量的精神障碍患病率和发病率的流

调。该研究成果也发表在《柳叶刀》。

2010 年我到上海工作，在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成立的危机干预研究室

进行有关精神病学、流行病学和自杀

问题的研究。

最近，我重点关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调查全国精神卫生人员诊断的真实

性；二是研究农村地区未治疗的重性精

神病人群的特征，评估其认知功能等。

记者：原卫生部上报的自杀数据在

当时产生了哪些影响？

费立鹏：1999年，国内公布了令人

震惊的自杀数据，中国是全球自杀率最

高的国家之一，且特征与国外明显不同。

国内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 3倍，且农村

年轻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与之相反的

是，国外大部分国家男性自杀率是女性

的 3倍。这些数据在当时并不被国外专

家认可，然而经过验证，事实确实如此。

我曾和中国疾控中心有关团队共同

对全国自杀者做心理剖析，即研究分析他

们的自杀原因。我们发现，1/3的自杀死

亡者没有精神障碍，究其原因为冲动自

杀。急诊室中自杀未遂的人群中，1/2的

人没有精神障碍。我们针对自杀未遂人群

调查了他们第一次产生自杀想法到实施

行动的间隔时间，有 37%的人间隔时间为

5分钟，40%间隔时间为 6小时内。

因此，自杀干预不仅针对精神障碍

患者，更要面向全人群制定早期介入、完

善的自杀干预措施。

深耕精神卫生领域 30年

记者：目前国内精神卫生领域存在

哪些不足？

费立鹏：国内精神卫生从 1985年

发展至今，社区对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

的主要措施为监督、提供药物，缺乏康

复的相关支持。

评估精神病患者康复的标准不仅

是症状减轻，还有患者能否回归社会、

生活质量是否提高、工作能力是否恢复

等。患者无法康复的原因有三：第一，患

者本身作为精神病患者，自我管理意识

不强；第二，没有为合并糖尿病、高血压

等基础病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普通医疗

服务；第三，重性精神病康复专业人才

短缺且人才质量不高。

在国外，精神卫生服务主要由综合科

医生、社工、心理咨询师提供，他们的数量

是精神科医生的几倍，并且能提供有效的

心理治疗。而目前国内的精神卫生服务主

要由精神科医生提供，他们还要兼顾门

诊，这种情况下，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心

理治疗。

国内仅有的心理咨询师，大部分缺

乏临床工作经验，无法为精神障碍患者

提供有针对性且科学的心理治疗。

此外，农村重性精神病患者分散，无

法到同一个地点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

记者：该如何帮助精神病患者回归

社会？

费立鹏：第一，培养心理咨询师、精

神卫生社工等精神卫生领域从业者。

第二，加强规范化培训，并在从业

者取得培训证书后监督他们的工作，评

价其服务质量。

第三，投入更多精力、资金和专业

人才着重提升农村精神卫生水平。借助

互联网的力量推广精神卫生服务，尤其

在医疗资源较少的农村地区，用互联网

尽可能消除人才分配不公平的差距。

第四，加强对综合科医生的心理危机

干预培训，提高综合专业水平。若综合科

医生无法给患者提供心理治疗，起码他要

了解精神药物的使用，寻求精神卫生社

工、心理咨询师的帮助，通过多方合作为

患者提供全面有效的治疗。若医院无法支

持综合科医生提升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或

综合科医生没有精力学习，综合医院可以

设立精神科或开设心理危机门诊。

人才短缺是
最棘手的问题


